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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却日益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在农村经济领域，由于其经济主体资金存量的有限性和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资金的有效动员与合理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转型时期，中国农户分化为传统型农户和市场化农户，二者有着不同的信贷需求特征，与此相适应，传统型农户与市场化农户的信贷供给结构理应有所区别。一个功能完备、体系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而言，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一个充分考虑并适应农户现实信贷需求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体系。由此，本文从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出发，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积极探索适合农户信贷需求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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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却日益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市迅速繁荣与农村相对贫困的二元格局，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

为尽快解决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并从2004年起连续六年下发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工作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抓住时机、乘势而上，努力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在农村经济领域，由于其经济主体资金存量的有限性和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资金的有效动员与合理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功能完备、体系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农村金融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适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上也正是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之所在。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不同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并由此探索适合农户信贷需求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经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数百年的发展与完善，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建立起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农场所遵循的经营准则类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农村金融市场与城市金融市场已无多大差别。但在有着悠久小农经济传统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与城市迥然有异，很难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概括农户的信贷逻辑。

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
第一，经济学原理与经济史理论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探讨相结合。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演进过程，农户的信贷活动也是一个历史的衍化过程，在对农户信贷进行研究和分析时，只有将逻辑推演与实际的历史考察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农户信贷的正确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农户信贷行为的研究，需要借助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

第二，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主要是阐释整体经济运行的动态复杂性过程，从中揭示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微观分析主要是阐释整体经济各部分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从中揭示出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律。宏观分析是微观分析的逻辑框架，微观分析是这一框架具体内容的阐述，二者相得益彰。在本文中，笔者坚持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

第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时，既要有质的规定性，又要注意量的精确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际上是“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在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时的方法论，二者互为补充、互相验证。在本文中，笔者既有对农户信贷需求特征的定性描述，又充分利用了统计数据、图表等量化工具，坚持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
第四，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调查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中国传统农户的信贷行为受到乡土文化的深刻影响，要真正理解农户的信贷行为，不仅需要凭借逻辑上的理性推演，更要借助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此外，在农村金融的研究中，实地社会调查这一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与运用。

第五，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制度视角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农户的信贷行为受到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对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分析也需要借助制度演进的视角。因此，在农村金融的研究中，制度分析渗透于研究的全过程。
（三）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本文分为六部分，可用图1来描述。


图1   本文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为引论。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相关文献综述等。

第二部分诠释农户，阐明转型期中国农户的特殊性。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概述关于农户的经典理论，即“理性小农”派与“道义小农”派的学术观点。然后，笔者根据黄宗智教授和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传统型农户的生存经济逻辑和圈层差序社会交往格局。最后论述转型期中国农户的经济社会分化及对信贷需求的影响。

第三部分为传统型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供给。

第四部分为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供给。笔者在这一部分首先论证正规现代商业信贷在农村出现的经济社会基础，然后论述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与信贷供给安排。

第五部分为转型期中国农村信贷供给结构的一个理想框架。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提出农村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的内涵，论证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民间合作金融、小额信贷等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村信贷供给体系。

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四)相关文献综述

对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供给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思路
：

第一种研究思路是从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在不同发展阶段何者居先导作用出发，将金融供给区分为不同的发展类型。Patrick（1966
）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了金融发展的两种模式：一是“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模式，强调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二是“供给领先”（supply-leading）模式，强调金融机构及其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经济主体的需求，并对其需求有引导作用。他还认为，这两种模式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从金融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来研究金融供给体系及其改革措施。麦金农（1973
）针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供给存在着“金融抑制”
和“金融深化”。沿着麦金农的思路，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据此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措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现象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从理论上看，农村金融抑制既可能是供给型的，即正规金融部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也可能是需求型的，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不足。对于中国农村金融抑制是供给型还是需求型，学术界有着广泛的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谢平，2001，P4）。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是供给型与需求型金融抑制并存（曹力群，200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何志雄，2003
）。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结合中国农户和农村经济的特点，分析了农村金融需求及其相应的金融供给体系。张杰（2003，P1-35）从分析农户行为出发，确立了长期的历史视角，深入研究了小农家庭的功能和金融偏好，提出了小农信贷的逻辑次序，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意识与家庭圈层结构决定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认同与依赖传统的借贷渠道和方式，而不是立刻就融入现代商业信贷制度。成思危等（2005
）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出发，认为小农经济特点及农村经济变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特点（实体经济），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目前农村金融供给方面存在的缺陷（虚拟经济）。何广文（2003
）从农村金融需求的差异性出发，认为金融供给也应不同，但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发展方向应不变。

可见，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研究思路，研究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其共同的出发点。因此，只有在深入了解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出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中，立足金融需求尤其是农户金融需求视角者寡，关注农村金融供给和农村金融政策者众。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需求主体的多元性。如何广文（2004，P18）和张健（2004，P32）认为，复杂化的农户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对金融的需求变得复杂化，相对应的，必须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王芳（2005，P97）认为，现阶段中国需要一个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制度。刘锡良、洪正（2005，P68-77）分析了多机构共存下的小额信贷市场均衡，通过设计贷款合同，使得三类供给者（正式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得以有效区分三类收入群体（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从而改进市场效率。
韩俊（2006，P33）提出，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满足其需求的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何琳等（2009，P103）认为，农村金融的改革和研究应该从农户的行为和偏好出发。赵冬青等（2009，P3）认为，农村金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满足农村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群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笔者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金融分层供给和不同类型农户金融需求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很少有学者对转型期中国农户的金融需求与供给问题做出合理的阐释。笔者认为，农户金融需求应该作为衡量农村金融供给是否有效的关键尺度。只有从不同类型农户的金融需求视角出发去设计农村金融供给制度，才能为广大农户提供适宜的金融服务，从而向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由此，本文从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出发，探索适合农户信贷需求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诠释农户：转型期中国农户的特殊性

农户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独立的生产实体，又是基本的消费单位；既是农村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又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基本对象。目前，中国农村拥有2.4亿农户，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9.7%。
农户是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故而了解和诠释中国农户的性质、行为及其制度环境就成为我们讨论农村金融制度的逻辑起点。只有透彻地解读了农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由农户组合而成的农村社会与农村经济，当然也包括农村信贷（张杰，2003，P4）。
在解读中国农户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上，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经典理论：“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之争

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分别以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和A·V·蔡雅诺夫（Chayanov）为代表。前者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派；后者强调农户的生存逻辑，可称之为“道义小农”派
。

“理性小农”派早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1964）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可以有效地配置现有的生产要素，追求最大利润。他引用索尔·塔克斯（Sol Tax）的观点指出，农户的经济活动“都可以作为，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倾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由一个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的居民所组成的货币经济的特征”
。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S·波普金（Popkin，1979）也认为农户的家庭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农户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非常接近，因此，人们将其概括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了，对于农户或者小农，最重要的是为其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在此基础上，理想农户自可以根据市场原则实现利润最大化。基于此命题，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若中国农户为“理性小农”，则只需将运行良好的服务于城市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自然延伸至农村即可，无需根据农户信贷需求特征而为其设计一套特殊的农贷制度，而这显然与实际不符。

与“理性小农”派的观点相对应，“道义小农”派的代表人物蔡雅诺夫（1925）认为，在国民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它依靠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逐最大利润。由于它不雇佣劳动力，因此难以核算其工资与收益；由于它的投入（家庭全年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与产出（全年总收获）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无法衡量其单位成本和收益。农户对最优化的追求采取了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之间，而不是在利润和成本之间。因而，蔡雅诺夫坚持认为小农经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

延续蔡雅诺夫的逻辑，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Polanyi，1957）认为，研究小农经济的经济学范式应该是内生性的，而不是先验式的，学者们不能动辄拿起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精致工具来刻画农户的经济行为。此后，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科特（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拓展了上述逻辑，并且明确提出了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也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与资本主义“价格导向的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单一运行形式相比，小农社会中家族关系、互惠原则、礼品、道德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无不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道义小农”派所揭示的农户“生存逻辑”构成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基础，是我们设计农村信贷安排的重要依据。“理性小农”派所揭示的农户行为是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此时，小农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农户经营规模扩大到了较大的农场规模，并且农场之间的竞争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这种条件下，农户才可能焕发出类似于“企业家精神”一样的理性进取精神，按照市场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安排生产和投资。

笔者认为，“理性小农”学派和“道义小农”学派的理论均不太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中国农户的实际情况是上述两者的混合体，同时又有其特殊的逻辑。
（二）“拐杖逻辑”与中国传统农户的生存经济特征

在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黄宗智提出了其独特的“小农命题”，这一命题形成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成熟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0）。
黄宗智小农命题的核心是对小农经济“半无产化”
的定义与刻画，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拐杖逻辑”
。在这一命题中，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源自小农家庭不能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农村社会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以从小农家庭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雇佣”阶层。进一步的，既然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这种状况长期决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制度结构、演进走向以及总体绩效（张杰，2003，P9-10）。

人口压力是中国农村社会长久以来的一大症结。明清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不断攀升（公元1700年到1850年之间，中国人口由1.5亿增至4.3亿，几乎增长了三倍
）。由于中国传统的多子继承制（多子均分财产）和人口不断增殖，小农家庭平均拥有的日渐减少的耕地规模与日渐增多的供养人口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这样，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就成为补充种植业收入不足、养家糊口和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重要手段。种植业与家庭手工业均没有多少经济剩余，它们之间的结合就成为小农家庭赖以维系的双拐。在黄宗智先生看来，这就是自1350年以来在长江三角洲乡村延续了600年的“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过密型增长。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这种无发展（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过密型（劳动密集）增长（农业总产值的提高）以更大的规模在更集中的时期内重现。在严格的城乡户籍管制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集体生产制度不仅没有消除过密化倾向，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与小农家庭一样，集体单位不能解雇其过剩劳动力。在生存压力和劳动力多余的情况下，集体单位在逻辑上会不断地投入劳动力，直到其边际产品为零。此外，国家政权出于理论原因，藐视农村小买卖和小农家庭的“小商品生产”，对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施加了各种严厉的制约，从而加强了对土地的压力。这样，在解放后的二十余年间，农业集体化重蹈了过去六个世纪以来过密型增长的覆辙。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城市繁荣与乡村凋敝）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中国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1952年至1979年间，工业产出以11%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19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为2.3%，略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总而言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小农家庭依然仅敷户口。在日渐现代化的城市周围，是勉强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的广大农村。即使到今天，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户讲求的依旧是生存经济逻辑。

（三）“差序格局”与中国传统农户的社会交往格局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农户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传世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和《乡土中国》（1947）等书之中，这些经典著作是我们解读中国农户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把中国农村社会称之为乡土社会。所谓乡土社会，就是以族缘、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熟人社会结构。

费孝通先生（1947）将西方现代契约社会的社会结构称之为“团体格局”，而将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称之为“差序格局”。他认为，团体格局就像一捆捆分扎得非常清楚的柴草，界限清楚分明。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好比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所推出去的波纹（如图2）。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这种富于伸缩能力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小到几家几户，大到一个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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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圈层差序交往格局
费孝通先生同时指出，“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乡土社会是稳定的，安土重迁。“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
。这样，在这种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之下，就像石子周围发生的涟漪一样，社会关系的展开和交易活动的进行，只是以自己为中心进行的社会扩展而已。与自己最亲近、最熟悉的社会关系总是置于相对疏离的社会关系之前，一个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交易能否达成，须赖于交易双方在各自社会圈子中所占据的位置。一旦交易扩展到陌生人的层次，交易双方的信任感就会大大降低。

（四）转型期中国农户的经济社会分化及对信贷需求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社会转型。笔者认为，“转型”一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型，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型又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两个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指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单一的现代部门的转化过程
。第二层含义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转型，指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型。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各项经济社会活动是以熟人之间经过重复博弈而形成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而现代契约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经济主体之间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合约，这种合约界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依据与凭证。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型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转型；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型却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转型将对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也就决定着他们的伦理行为和道德谱系的演化
。

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农户的经济社会分化，由单一的传统型农户渐变为传统型农户
与市场化农户并存，并且传统型农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工业化的推进而向市场化农户演进。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控制的减少，农户生产经营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农化趋势。从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来看，1983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从8.8%上升到40.5%（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39.3%），在农业产业的就业比例从91.2%下降到59.5%。从农户的收入结构来看，1983年到2005年，非农收入在农户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从31.4%上升到54.9%。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上升到2004年的0.3692。2004年，占农村人口20%的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只有1007元，约相当于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的1/3；农村20%高收入户组人均纯收入水平为6931元，相当于低收入户组人均纯收入的7倍(李国样，2006，P131)。
如表1，上海地区的农户收入是贵州地区农户收入的7倍以上。

表1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现金收入(2008年一季度)
                                                    单位：元
	
	期  内
	
	
	
	
	
	
	
	

	地    区
	现  金
	工资性
	家庭经
	
	
	
	
	财产性
	转移性

	
	收  入
	收入
	营收入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收入
	收入

	全国平均
	1493.8 
	607.6 
	750.8 
	293.5 
	13.9 
	237.5 
	23.4 
	46.8 
	88.6 

	东

部
	上  海
	4863.9 
	3544.3 
	297.9 
	58.4 
	1.3 
	39.4 
	49.0 
	295.7 
	726.0 

	
	江  苏
	3042.9 
	1915.2 
	873.1 
	180.9 
	12.9 
	173.1 
	56.2 
	85.9 
	168.8 

	
	浙  江
	3927.3 
	1730.0 
	1736.3 
	267.4 
	44.6 
	403.9 
	97.5 
	227.8 
	233.2 

	东

北
	辽  宁
	2180.2 
	691.6 
	1334.2 
	636.1 
	2.6 
	546.6 
	20.9 
	37.1 
	117.3 

	
	吉  林
	2078.0 
	183.5 
	1785.6 
	1383.6 
	2.7 
	322.9 
	1.5 
	15.8 
	93.1 

	
	黑龙江
	2121.1 
	260.4 
	1786.2 
	1292.6 
	1.2 
	413.9 
	0.0 
	28.5 
	46.0 

	中

部
	河  南
	1012.3 
	401.3 
	556.2 
	225.9 
	10.2 
	218.7 
	1.2 
	12.4 
	42.5 

	
	江  西
	1204.2 
	513.3 
	605.7 
	255.9 
	18.3 
	177.9 
	14.1 
	15.4 
	69.8 

	
	湖  北
	1316.2 
	603.5 
	664.1 
	253.7 
	11.1 
	187.8 
	88.1 
	10.4 
	38.2 

	西

部
	陕  西
	1003.7 
	369.1 
	499.2 
	217.8 
	5.7 
	150.3 
	0.8 
	30.7 
	104.7 

	
	贵  州
	643.1 
	246.3 
	320.1 
	54.8 
	6.4 
	183.0 
	2.7 
	10.3 
	66.5 

	
	甘  肃
	687.9 
	267.5 
	368.3 
	225.8 
	4.2 
	68.9 
	0.0 
	2.8 
	49.4 


注：现金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在调查期内得到以现金形态表现的收入。按来源分成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现金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本表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截取了四个地区中有代表性的12个省区，但全国平均数据仍为31个省区的平均数据。表格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2008年3月6日。

总体而言，讲求生存逻辑和圈层差序交往格局的传统小农经济仍在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成思危，2006，P467）：一是主要以农户个体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二是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三是生产规模很小，生产条件简单；四是自给自足与商品交换并存；五是对土地的依恋；六是对亲友关系的重视。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三个新的特点
：一是规模经营农户的出现；二是乡镇企业和其它形式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兴起。这些农户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逐渐成长为市场化农户，他们的信贷特征已与现代商业信贷相符合。

农户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同，特别是经济状况的不同对其信贷需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必亮等（2006，P118-119）的研究认为，农户生活目的的贷款需求量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差别对贷款用途有着显著的影响。在高收入农户中，贷款多为生产性目的；在中等收入农户中，生产性贷款和生活性贷款大体均衡；在低收入农户中，贷款多为生活性目的。张杰（2007，P150）的研究也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收入较低的农户中，生活性借贷需求是主要的方面。在经济较发达或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中，其生产性借贷资金需求显著增加；而在生产性的借贷需求中，非农业生产性需求上升而农业生产性需求下降。
朱守银等（2003，P628）、刘玲玲等（2008，P20）的研究认为，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选择借款渠道有一定影响。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向农村信用社等正式金融机构和高息放贷者借款的比例要高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向亲友邻居借款的比例要低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则更多地把亲友邻居作为首选借款渠道。任常青等（2001，P149）指出，在中国土地归集体所有，因此不能用作抵押品，而由于法制体系不健全，也使得没收抵押品非常困难，贫困户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度非常大。
由于传统型农户和市场化农户有着不同的信贷需求特征，因此就应该根据其信贷需求特征的不同设计不同的信贷供给模式。

三、传统型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供给

（一）传统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

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一种基本经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全面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重新恢复了在中国延续已久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以农业经营为主，缺乏稳定充足的非农收入来源，讲求的是一种维持家庭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生存逻辑，缺乏现代商业金融赖以存在的产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型农户所特有的圈层差序交往格局，成为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熟人借贷和友情借贷的信用基础。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既有着小范围熟人之间高度的信任与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与无序。小范围熟人信任适合社区范围的合作金融和熟人友情借贷，而与现代商业金融所奉行的效率经营与规模经营原则格格不入。

由此可见，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既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也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张杰，2007，P13）。与成熟的城市工商金融体系相比，农村金融市场有其独特的信贷逻辑。传统型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如下：

第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传统农村乡土社会中，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比城市普遍和严重，导致农村信贷的申请、获得、使用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突出，极易产生信用风险（Meyer，2001），这使得现代商业金融机构对传统型农户放贷极为谨慎，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不应求。

第二，缺乏可抵押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预防信用风险，正式商业金融机构通常要求农户信贷合同要有抵押物作担保。由于传统型农户以实物收入为主，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住房等实物，却缺乏商业银行所需要的抵押物，缺乏可以将土地、住房等实物变现的机制，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传统型农户向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度。

第三，特殊性成本与风险。传统型农户通常有居住分散、收入低下、生产季节性明显、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产项目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等特点，决定了传统型农户的信贷成本大大高于城市工商信贷，一些地区性的风险也与商业信贷服务的标准化要求不合（周立，2007，P58），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信贷困难。

第四，以非生产性信贷为主。周立（2007，P50）指出，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刚性的非生产性借贷是传统型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用途，而这些用途是没有明确还款来源的。何广文（1999，P42-43）也认为，由于农村居民借贷的自偿性较差，信贷风险较大，这成为传统型农户难以从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原因之一。
第五，以无息的熟人友情借贷为主。林毅夫（2001，P196）认为，在非正式金融部门，亲戚提供了大部分贷款，朋友是第二大贷款来源。朱守银等（2003，P629）指出，“人情关系”是传统型农户借贷的信用基础，“相互了解”是借贷的前提，这是民间借贷大量发生的深厚而久远的社会基础。影响农民选择放款对象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次为“是不是熟人关系”、“是否有还款能力”和“数额大小”，而“利息高低”则只是次要因素。
第六，单笔贷款数额小，要求信贷手续灵活、简便、及时。受自身生产生活活动规模的制约，传统型农户单笔借款的数额往往非常小。此外，传统型农户借款多属于应急之需，要求信贷手续灵活、方便、及时。传统型农户的这类信贷需求特征，与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追求规模经济和严格审查信贷资格等经营原则相违背，故而造成了二者的错位。
由于传统型农户以上信贷需求特征的存在，使得传统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条件远比城市恶劣，导致以逐利为目标的现代商业金融机构无法追逐到利润，必然会进一步退出农村市场（温铁军等，2007，P44），出现了“金融的城市偏向”。在市场逻辑下，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治愈农村的融资饥渴症，这就造成了“市场失灵”（资金流向城市）和“负外部性”（农村融资困难所带来的相关社会成本）
。由此可见，传统型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需要有特殊的金融供给安排。

（二）传统型农户信贷需求下的农村信贷供给安排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显示，农户的借贷同时表现为二元结构，非正式金融目前在农村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见表2）。1995-2005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73.94%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构表明，2005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额的69.41%。（张杰，2007，P59）

表2   1993-2005年中国传统型农户借贷资金来源结构
          

单位：亿元

	
	1993
	1997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
（1）银行、信用社借款

（2）合作基金会借款

（3）私人借款

其中：无息借款

（4）其它
	840.6
180.7

37.0

607.2

369.7

15.7
	1230.0
293.9

35.7

866.3

469.1

34.1
	1480.3
431.6

11.6

1015.2

499.5

21.9
	1414.2
369.0

7.1

1016.0

541.4

22.1
	1765.1
537.0

—

1154.9

720.4

26.0
	1744.9
513.3

—

1100.7

702.6

34.6
	1695.9
459.0

—

1098.8

707.6

41.6


注：1993、1997年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2000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统计数据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型农户的生存逻辑和圈层差序社会交往格局决定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认同和依赖传统的信贷渠道，而不会立刻融入现代商业信贷体系。对于传统型农户来说，其农业信贷制度的正常发展有赖于小农经济的市场经营化转型和小农家庭的个人主义倾向。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社会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言，小农信贷所遵循的依然是如下逻辑次序（如图3）：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家庭预算仍然存在缺口，就去寻找外源融资
。外源融资的次序是，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是社区内部互助性质的非正式信贷形式，再次是谋求国家的政策性信贷支持，最后迫不得已才寻求正规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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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传统型农户满足资金需求的融资顺次
传统型农户的这种融资次序，为我们设计传统型农户的信贷供给提供了启发。由此，传统型农户信贷需求下的农村信贷供给安排应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私人亲友无息借贷。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传统型农户的基本行为特征之一就是以亲缘、地缘等为纽带的圈层差序社会交往格局。史清华等（2004，P28）对晋浙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内地民间借贷主要以无息的友情借贷为主，付息比例相对较低，2000年民间借贷的付息比例仅为9.63%；而同期沿海地区民间借贷中的付息比例则高达60.57%，且部分为高息借贷。在当前的农村借贷中，付息借贷主要表现在营利性的生产借贷方面，而生活借贷多以亲情式的无息借贷为主。由此可见，私人亲友无息借贷在传统型农户信贷供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②民间非正式互助合作金融。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有着小范围熟人之间高度的信任与秩序，这为传统型农户之间的资金互助合作提供了信用基础。当传统型农户需要的借款金额比较小时，可以不付利息地短期地向亲友熟人借贷。但当需要大笔款项时，亲友熟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便不能满足需求，这就需要求助于民间互助合作金融。冯兴元（2007，P101）认为，相对于正规商业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困境，分布广泛、分散、多元化的民间非正式金融机构在满足大量分散的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需求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天然优势。

③官方或公益扶助性质的政策性金融。由于在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经济仍然属于生存型经济，并且农户本身承担着很大一部分非经济功能（如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管理等）。因此，国家政策性金融制度具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张杰，2007，P162）。

解决传统型农户融资困境的根本之途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农户收入，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才会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并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

四、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与供给

（一）农村现代正规商业金融机构出现的经济社会基础

笔者认为，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户信贷资质上升，传统生存型农户向市场经营型农户转变，是现代商业信贷机构在农村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此相对应，农户圈层差序交往格局和家庭内在保障功能的弱化，是现代商业信贷在农村出现的社会基础。
1.农户收入水平提高与农村现代商业信贷安排的出现

现代商业信贷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市场进入门槛，这个市场进入门槛是现代商业金融机构盈利与否的边界，如图4所示，现代商业金融机构的进入选择是由市场进入门槛和农户收入水平曲线的交点拓展成的由超前区间和滞后区间构成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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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现代商业信贷机构的市场进入决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非农产业为农户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样，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农户得以摆脱生存逻辑，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小农”转变。与此同时，农村工业化比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农村金融市场所存在的缺乏可抵押物、特殊性成本与风险、以非生产性信贷为主、贷款数额小等问题。市场化农户的以上这些转变，使得现代商业金融机构具备了盈利基础，可以可持续地开展涉农金融业务。

总之，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户信贷资质上升，传统生存型农户向市场经营型农户转变，这是现代商业信贷机构在农村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

2.圈层差序交往格局与家庭内在保障功能的弱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农户的圈层差序交往格局，原先的熟人乡土社会更多地为陌生人契约社会所替代，现代契约取代了熟人信用。此外，由于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农户家庭的内在保障功能和土地的生存保险功能大大降低。农户圈层差序交往格局和家庭内在保障功能的弱化是现代商业信贷在农村出现的社会基础。

张杰（2007，P16-17）认为，只有当农民收入提高以后，面子成本（人情成本）随之提高，友情借贷才会减少；同时，其资金需求弹性也将随之提高，逐步减少对高利贷的需求，也会减少对政府低息救济性国家信贷的需求。相反，在此过程中，其金融服务需求将逐步转变成对现代商业性信贷的需求。

如图5所示，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情成本所造成的借贷方边际成本上升，而一定数额的利息支出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却是递减的。因此，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大多数当事人都倾向于节约人情成本，而且，收入水平越高，越是偏好于匿名的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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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收入水平、人情成本与银行贷款选择

在向现代商业金融机构融资过程中，农户支付的利息可视为赎回人情所需支付的成本。所以当获得人情信贷实际发生的人情成本超过赎回成本时，即使仍然受到圈层结构影响的普通农户，也会愿意选择商业银行贷款（王芳，2005，P95）。

（二）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

一般说来，市场化农户已经基本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他们无论从事粮食生产还是其它农产品生产，都以通过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为目的，农业经营基本形成了产业化模式的规模经营。在乡村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东部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农业经营已不再是农户的主业，传统的收入最低的旧式家庭副业迅速消失，种植业本身也成为副业性质的生产活动，农户中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农业外就业，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这些市场化农户逐步成长为理性农户，其信贷需求也与现代商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准则相符合。

一般说来，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生产性信贷为主。对于市场化农户而言，其贷款多用于生产性目的。在生产性信贷需求中，非农业生产性需求上升而农业生产性需求下降。

第二，倾向于通过正式商业金融机构融资。朱守银等（2003，P628）、刘玲玲等（2008，P20）的研究认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向农村信用社等正式金融机构和高息放贷者借款的比例要高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向亲友邻居借款的比例要低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对于市场化农户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正式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第三，友情熟人借贷多采取付息方式。由于市场化农户的融资数额一般比较大，且多为生产性目的，故而其友情熟人借贷多采取付息的形式，且部分为高息借贷。史清华等（2004，P28）对晋浙两省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沿海地区民间借贷的付息比例高达60.57%，而同期内地民间借贷的付息比例仅为9.63%。

第四，一般具有可抵押物品。由于市场化农户多从事非农经营活动，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抵押物品，这更符合现代商业金融机构的信贷特点，从而可以更便于从信用社等正规商业金融机构获得融资。

第五，一般没有自然风险，只有市场风险，且风险相对较低。一般来说，种植业存在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而非农业经营只有市场风险。这样，市场化农户的非农业经营特点就使其避免了自然风险，从而风险相对较低。

第六，信贷数额较大，重视信贷合约。非农业经营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因此，其信贷数额也较大。同时，市场化农户较之传统型农户更注重信贷合约，从而更易于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三）市场化农户信贷需求下的农村信贷供给安排

由于市场化农户具有以上信贷特征，使其得以更容易地从现代商业金融机构中获得融资，从而为农村商业性信贷供给安排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

①信用社等正式商业金融机构。由于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与现代金融机构基本相符，因此，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就成为市场化农户重要的信贷供给渠道。一般来说，信用社适合于向一般市场化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而商业银行则适合于向涉农龙头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从理论上讲，要求农村信用社等正式商业金融机构向传统型农户提供贷款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它们应该倾向于为市场化农户提供资金支持。

②熟人有息借贷。尽管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特征使其更易于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正式金融机构依旧难以完全满足市场化农户的信贷需求，因此，熟人友情借贷仍然在市场化农户的信贷供给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市场化农户的融资数额一般比较大，且多为生产性目的，故而其友情熟人借贷多采取付息的形式，且部分为高息借贷。

五、转型期农村信贷的供给结构：一个理想的框架

（一）农村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的内涵

在推进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的必要性这一问题上，中国金融理论与实物部门已经没有分歧。谢平（2001，P4）、张晓山等（2002，P44）、杜晓山（2002，P6）、马晓河（2003，P13）、郭晓鸣（2005，P110-112）、韩俊（2006，P32）、周立（2007，P59-60）、何广文（2007，P34）、温铁军等（2007，P44）、何广文（2008，P19）、姜柏林（2008，P95-96）等都倡导构建包括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在内的良性竞争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多元性，不同类型的农户有着不同的金融需求，与此相对应，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的经营准则。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出现一种金融机构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这也决定了农村的金融组织体系应该是多元化的。

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需要从多种产权形式、多种组织形式、正式与非正式、银行与非银行、商业性与政策性、大型金融机构与小型金融机构、合作金融与私人友情借贷等多视角、全方位推进。此外，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的可持续性存在，需要一些配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这些制度和机制包括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的监管机制、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健康的信用文化以及健全的金融需求主体的金融消费意识等
。
（二）农村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
的具体内容

第一，农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商业性资金融通功能，重点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银行全部贷款的98%以上投向了农村。但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加快，大量撤并其县及县以下机构，主营业务向城市和工业靠拢。目前，农业贷款仅占其各项贷款余额的10%，支农力度大大减弱
。对此，国家应该引导农业银行将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的一定比例贷放给农业，承担起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一定规模的商业贷款的任务。韩俊（2009，P9）认为，农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骨干和支柱，应坚持为农服务方向，稳定和发展为农服务网络，进一步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充分利用在县域的资金网络、专业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

第二，农村信用社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逐步改造为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商业金融机构，重点满足农村内部中小企业和经营大户的资金需求。农业银行从农村金融领域的退出和农业发展银行现行职能的极大局限，客观上使农村信用社占据了农村正式金融市场的相对垄断地位。截至2003年底，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为7358亿元，占正式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84.5%
。但在商业化改革导向的影响下，农村信用社信贷机构“非农化”和“城市化”倾向明显，普通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加之其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明晰农村信用社产权关系入手，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同时，保证农村信用社将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当地“三农”，有效遏制农村资金的外流，发挥好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

第三，农业发展银行应发挥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满足不能通过竞争性金融活动而获得满足的农村金融需求。一是针对贫困农户的扶贫资金需求；二是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如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科技推广，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所谓政策性金融，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为贯彻和配合国家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严格按照国家法规规定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对象，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以优惠性利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
。因此，农业发展银行应该重点承担起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积极拓展支农领域，完善其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快速成长，满足广大普通农户的信贷需求。合作金融是建立在合作组织成员互助合作基础上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一般是小规模资金所有者互通有无、资金互助的一种灵活而有效的形式。因此，合作金融对于那些资金不充裕且规模不大的居民户和社区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常必要
。辛立秋等（2009，P97）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金融的主体是合作金融。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该全面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广泛动员农民参与、以农民为主体和坚持合作互助等原则的基础之上，不能重蹈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商业化的覆辙。

第五，小额信贷的主要作用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其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它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所难以替代的。王曙光等（2008，P307-308）认为，小额信贷是向传统上难以获得基本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提供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是一种基于接受贷款者信誉的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度的信用贷款，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自我脱贫和贷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小额信贷作为一种专门向贫困和低收入者以及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活动，第一次成功地将金融服务扩展到了低收入和贫困家庭。小额信贷是一个打破信贷失灵的制度创新，它以现金流为基础，为社会尤其是贫困者提供了一种改变初始要素禀赋配置的途径。

六、结论

（一）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现代金融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条件
农户的收入水平与农户信贷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农户获得贷款的能力虽然不是农户增加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但在许多情况下，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性投入，却是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必要条件（胡必亮等，2006，P105）。与此相对应，农户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往往决定着其抵押品的多寡，从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能否从金融机构中获取贷款。

美国学者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克利斯托弗·尤迪（Christopher Udry）的研究（2002，P88）认为，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少数的几个富人能够获得信贷，他们能够借贷来为其产业融资，并获得高回报和高利润继续富有。而大部分穷人无法借贷，只能提供劳动力，从而降低工资水平。他们将继续贫穷，而低工资会进一步提高富裕企业家的回报以及未来的财富。同理，传统型农户由于收入水平低，故而难以从正规商业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其生存困境。如果政府只是一意促进农村金融制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首先提高提高农民收入，使其具备利用现代金融的能力，则可能事倍功半。

无论是正式金融制度还是非正式金融制度，它们要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广大农户利用这些制度的能力。因此，为了使农村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相对接，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农民积累财富和提高收入，让他们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从而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让他们自己选择合适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

（二）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分工协调

由于正式金融制度与非正式金融制度各有利弊，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何广文（2008，P18）认为，非正式金融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优势，且这种优势只限于小范围内相对固定的客户，对地缘、人缘、血缘关系的要求比较苛刻。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这一优势将不复存在。而正式金融机构具有功能完备的硬件设施平台和信息共享系统，但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因此，农村金融领域应该是豪门与草根共舞、正式与非正式并存，两者互相协调。此外，唐礼智（2009，P76）、曹玉贵等（2009，P27）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农村合作金融等非正式金融组织由于只能吸收社员内部存款，这就决定了其贷款需求远大于存款供给，存在着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姜柏林（2008，P97）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建立垂直的合作金融制度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将贷款批发给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再由它向其成员发放贷款。周立（2007，P61）也认为，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存在着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的信贷分层，正式部门对非正式放款人放款，非正式放款人再向农村的信贷需求者或其它的中间人放贷，由此形成一种两部门垂直合作的金融体系。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P235）中评价当时的信贷合作社
时认为，政府的正式金融机构需要对当地的信贷组织有充分的了解，如果政府能够利用现有的航船
、互助会等传统的渠道来资助人民，政府与民间的力量互相合作，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因此，农村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的良性运行有赖于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分工协调。只有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小额信贷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户的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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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多余的劳动力而又无法转移出去，或者说，暂时离开农村小农家庭的劳动力对小农经济仍然心存眷顾，他们有时十分贫困甚至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就是因为无法割舍对土地的依恋而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这种现象被黄宗智称作“半无产化”（张杰，2003，P10）。


� 小农之所以依赖土地，并非只是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对于他们而言，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险。更为重要的是，土地之上寄托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尊严与情感，经济收入可以寻找替代物，但寄托于土地的东西却难以割舍和替代。即便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农业收入（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也依然改变不了非农收入的补充角色。对于这种情形，黄宗智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拐杖逻辑”（张杰，2003，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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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将介于传统型农户与市场化农户之间的广大农户亦归为传统型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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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包括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在本地劳动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


� 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现金收入。农村住户家庭经营活动按行业划分为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和其他家庭经营。


� 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


� 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一般情况下，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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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政府为稳定农村金融而设立的金融机构，类似于建国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


�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一种民间非正规信贷形式，以借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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